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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都市圈的“圈层扩散”到“圈际耦合”：
穗莞惠跨界协同策略研究
□　陈丹阳，霍子文，刘松龄，吕　峰，李 洋

[摘　要]广州、深圳都市圈作为全国距离最近的两大都市圈，“圈际耦合”是其未来成熟的发展阶段。文章基于都市圈演进规律，
分析广州、深圳都市圈的空间演进阶段与现状圈际特征。研究表明，目前广州、深圳都市圈处于“圈层扩散”阶段且圈域空
间交织，而穗莞惠(广州、东莞、惠州)跨界地区是广州、深圳都市圈圈域交织和邻近区域。跨界协同不足是穗莞惠跨界地
区成为广州、深圳都市圈发展“洼地”，使这两大都市圈难以进入“圈际耦合”发展阶段的关键因素。基于此，文章面向广
州、深圳都市圈“圈际耦合”的发展愿景，针对穗莞惠跨界协同困境背后的动因机制，提出生态牵引、创新并链、节点培育、
制度支撑四方面的协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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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Layer Diffusion" to "Inter-circle Coupling" in Metropolitan Area: The Cross Boundary Cooperative Strategy 
of Guangzhou, Dongguan and Huizhou/Chen Danyang, Huo Ziwen, Liu Songling, Lü Feng, Li Yang
[Abstract] Guangzhou and Shenzhen are two major metropolitan areas close to each other in distance, and their coupling shall be 
a matured stage in the future. Based on the metropolitan area evolution law, the paper analyzes the spatial evolution stage and 
characters of the two metropolitan areas, and finds that they are at layer diffusion stage and their spaces are interwoven. Cross 
boundary area of Guangzhou, Dongguan, and Huizhou is the interwoven area since they are adjacent to the two metropolitan 
areas. The weak coordination of the cross boundary area is the main reason of its low economic place and hampers Guangzhou 
and Shenzhen development towards inter-circle coupling.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visions and problems of Guangzhou and 
Shenzhen metropolitan areas inter-circle coupling, the paper puts forwards four coordination strategies: ecology driven, innovative 
connection, nodal cultivation, and institutional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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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与广州、深圳都市圈相比，珠西都市圈的珠海、中山、
江门之间能级接近，缺少具有全球城市职能的超级城
市。因此，珠三角协同的核心在于广州、深圳两大全
球城市引领下的两大都市圈联动 [4-5]，需以广州、深圳
都市圈作为珠三角的“双核心、双引擎”，助推一体
化发展。

长期以来，广州、深圳都市圈分别以广佛肇、深

随着区域城市化、城市区域化的交织融合，要素
及功能联系向行政区外跨界转移，都市圈将逐步成为承
载城镇化的最主要空间形态 [1-3]。珠三角作为最早开展
都市圈建设的地区之一，长期以来试图打造三大都市圈
( 即广州、深圳和珠西三大都市圈 )，形成“三足鼎立”
的均衡格局。然而，就本质内涵而言，都市圈需由发展
能级明显占优的核心城市带动形成区域乃至全球竞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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莞惠及其对应的行政区为范围，以广州、
深圳两大城市为核心，各自进行“圈层
扩散”发展，而两大都市圈的圈际协同
问题却较少被人关注。从圈域范围看，
都市圈作为一种经济地理空间，难以严
格按照行政区进行刚性切割，需要精准
识别核心城市的实际影响范围。作为全国
距离最近的两大都市圈，目前穗莞惠 ( 广
州、东莞、惠州 ) 跨界地区已成为两大都
市圈圈域交织与邻近地带。因此，以穗莞
惠协同为抓手促进两大都市圈从各自“圈
层扩散”到相互“圈际耦合”，实现联动
发展，对珠三角及大湾区发展具有重要战
略意义。本文从都市圈的空间演进规律出
发，判断“圈际耦合”是都市圈未来成熟
的发展阶段，并分析广州、深圳都市圈的
空间演进阶段与现状圈际特征，探索其背
后的影响动因，最后基于两大都市圈“圈
际耦合”的发展愿景，提出穗莞惠跨界协
同①的策略。

1　都市圈的地域概念与空间演进
规律

1.1　都市圈的地域概念及其空间
特征

都市圈的地域概念起源于 20 世纪
50 年代日本学者木内信藏在研究城市人

聚—散关系出发，研究都市圈地域空间
演进规律。例如，黄依慧等人将都市圈
划分为内聚式发展、外联式发展和一体
化发展 3 个阶段 [10]。杨勇等人根据首位
城市与周边城市的互动关系，将都市圈
的发展过程分为结核阶段、整体集聚阶
段、次中心形成阶段和均衡阶段 [11]。此外，
部分学者除了关注圈域内的聚散规律，
还将视野拓展到都市圈圈际的耦合关系，
如吴挺可、邢宗海等人将都市圈的演化
分为“向心集聚”“近域扩散”“远域
轴向扩散”“多圈域协同”4 个阶段 [12-13]。
本文融合现有研究结论，基于大都市圈
内部圈域聚散与外部“圈际耦合”双维度，
将其发展演进划分为 3 个阶段 ( 图 1)。

(1) 中心聚能阶段。
该阶段以集聚效应为主导驱动力，

目的是增强中心城市能级，培育区域发展
极核，形成中心功能圈层。区域范围内产
业、资本、劳动力等各类经济社会发展要
素向中心城市的核心区回流，中心城市规
模和能级不断提升，形成高度点状集中的
地域空间形态。这一阶段为都市圈的初级
阶段，中心城市与外围城镇发展的差距不
断扩大，区域联系主要呈现向心性。

(2)“圈层扩散”阶段。
在该阶段，扩散效应开始逐步成为

主导驱动力。随着中心功能圈发展到一

口数量的时空演变与空间结构的关系时
提出的“三地带”理论 [6]，包括以实际
建成区为主体的核心带、以远郊地区为
主体的郊区带，以及以城市经济影响范
围为主体的外围带。在此基础上，小林
博氏将都市圈的地域空间更为清晰地界
定为 3 个圈层，即以城市内生发展为主
的城市职能圈、与城市具有要素流联系
的紧密生活圈，以及与各级城镇形成区
域发展联系的城市化圈 [7]。目前，国内学
界也基本延续这 3 个圈层的地域概念 [8]。
基于此，本文将都市圈 3 个圈层定义为：
①中心功能圈 ( 半径约为 30 km)。以中心
城市的中央商务区 (CAZ) 为核心，与外围
一定范围形成的城市核心功能高度集中的
地区，往往为城市中心城区或主城区。②
紧密联系圈 ( 半径约为 60 km)。与中心功
能圈形成经济、社会等一体化发展的区域，
往往为 1 小时通勤圈范围。③外围辐射
圈 ( 半径约为 100 km)，由与都市圈具有
区域功能联系、接受中心城市辐射的外围
中小城镇群构成。

1.2　都市圈的空间演进规律
都市圈发展演变的核心动力是中心

城市与外围城镇之间的功能联系和要素
流动，并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伴随着集
聚与扩散的空间效应 [9]。国内学者多从

图 1　都市圈的空间演进阶段规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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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出现了环境破坏、地价增长、
劳动力成本上升等问题，亟须将产业、
人口向外疏解。但为保障中心功能圈的
核心控制力，一方面要将扩散范围限制
在一定的通勤距离内 ( 即紧密联系圈 )；
另一方面优化功能调整，其中制造业外
迁至紧密联系圈，而生产性服务业则进
一步向中心功能圈集中，形成中心功能
圈牵引紧密联系圈的有机整体。

随着中心功能圈和紧密联系圈的能
级不断提升，都市圈整体实力增强，此
时都市圈依托高速公路、轨道等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将辐射效应向更大范围扩
散，并通过产业链上下游的合理分工，
牵引带动外围辐射圈制造业发展。同时，
紧密联系圈内受辐射作用较强且交通、
区位等条件优越的城镇发展成为区域增
长节点，最终整个都市圈形成分工明确、
联系紧密的“圈层扩散”体系，此时的
都市圈进入了基本成熟的阶段。

(3)“圈际耦合”阶段。
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发展差异极大，

都市圈地域空间组织和成熟形态必然存
在不同范式。对于珠三角等人口密集、
高等级城市较多的地区，都市圈的最终
形态不是一个孤立的地域单元，而是通
过与其他都市圈的中心城市及周围职能
专业化城市的竞合，实现“圈际耦合”
一体化发展，并在“双循环”战略下，
发挥参与全国乃至全球竞争、辐射带动

成了“前店后厂”的产业模式，重点发展“三
来一补”等外向型经济。这一时期由于城
市经济尚未起步，广州、深圳两大都市圈
的雏形还未成型，区域空间格局以传统区
域中心—广州为核心，各地村镇呈点状
分散发展态势，区域联系相对较弱。
2.1.2　广州、深圳两大中心聚能阶段
(1998—2008年 )

1998 年后，乡镇经济日趋衰落，城
市土地财政经济兴起。土地有偿使用、“分
税制”与住房市场化改革，使土地成为
核心生产资料并开始释放价值，标志着
土地财政时代到来 [15]。不菲的土地出让
金为城市政府带来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建
设资金和发展红利，在此过程中广州、
深圳两大城市成为领先者，具有其他城
市无法比拟的资源集聚能力。其中，广
州作为省会城市，在吸纳基础设施建设、
公服资源上具有先天优势，而深圳则依
托国家经济特区的政策红利，享受着全
国高端产业和人才集聚的优势及特殊的
独立财税政策。

与此同时，香港回归后不久遭遇亚
洲金融风暴，港资力量逐步减弱，村镇
工业园模式趋于衰落。随着 2001 年我国
加入 WTO，珠三角参与全球化生产和贸
易的程度也更加深入，村镇工业园开始
向新城、新区建设转变，广州、深圳也
开始重点培育生产性服务业，全面提升
全球城市职能。此时，以广州、深圳为
首的珠三角正式进入城市经济时代。总
体上看，这一时期两大都市圈进入发展
的初期 ( 即中心聚能阶段 )，广州、深圳
极化发展现象明显。
2.1.3　广州、深圳两大都市圈的
“圈层扩散”阶段 (2009 年至今 )

2008 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中央
颁布实施相关经济促进政策，此举极大
地推动了珠三角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浪
潮。同时，金融危机也催生全球产业链
的进一步细化分工。在此驱动下，广州、
深圳都市圈逐步进入“圈层扩散”阶段，
并形成不同的扩散结构特征 ( 图 2)。

区域的双维职能 [14]。
在这一阶段中，不同都市圈扩散后

相互交织，处于或邻近交织范围的地区
往往接纳不同都市圈中心城市的生产要
素，加上其生态环境优越、土地成本低
廉，可以充分吸引初期科技型企业、智
慧型人才等创新要素的集聚，并以跨行
政区合作的形式进一步提升发展能级，
从众多次级发展节点中脱颖而出，成为
区域新的增长极核，最终在都市圈圈际
之间形成更高层级的区域要素对流廊道，
推动不同都市圈的协同耦合。

2　广州、深圳两大都市圈的空间
演进阶段与现状圈际特征解析

2.1　空间演进阶段：从分散发展到
“圈层扩散”
2.1.1　“一心多点”的分散发展阶段
(1978—1997年 )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以村镇经济
为核心驱动力，呈现“村村点火、户户
冒烟”的状态 [5]。从发展模式看，邻近
广州的西岸城市与邻近深圳的东岸城市
截然不同。邻近广州的西岸城市的村镇
集体企业在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
逐步发展，重点发展内生型的民营经济。
而邻近深圳的东岸城市—东莞、惠州则
是依托乡镇廉价土地和大量外来劳动力，
吸引香港等外来资本与产业的转移，形

图 2　广州、深圳两大都市圈的圈层扩散结构特征示意图

广州都市圈：环形圈层结构 深圳都市圈：指状放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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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都市圈为环形圈层结构。广佛
平原地区地势平坦，为其中心功能圈集
聚和紧密联系圈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先天
条件。同时，由广佛城际环线、广佛肇
城际、珠三环等构成的环形放射交通网
络，支撑了中心功能圈的制造业向紧密
联系圈和外围辐射圈扩散。广州进行行
政区划调整，使其范围从 780 km2 扩展
到 7 434 km2，并提出“东进、南拓、西联、
北优”的空间战略，拉开整体发展骨架，
以迎合区域“圈层扩散”的发展趋势。
从都市圈功能联系看，广州侧重高端服
务业，其他城市则承接制造功能。例如，
外围辐射圈的肇庆借助毗邻广州、佛山
的优势，依托肇庆高新区等平台积极承
接外溢产业。2013—2018 年，肇庆累计
承接产业项目 412 个，企业大部分来自
广州、佛山 [16]。

深圳都市圈为指状放射结构。与广
佛平原地区不同，珠三角东岸为丘陵台
地，不具备连绵一体化发展的自然条件，
因此其主要依托交通廊道进行指状放射
扩张。同时，深圳受到面积偏小 ( 约为广
州的 1/4) 和土地紧缺的限制，其中心功
能圈进一步向外辐射需要采用跨界合作
区的形式，东莞、惠州的临深边界因此
发展迅速。例如，东莞松山湖、惠州环
大亚湾石化区等紧邻深圳的跨界地区重
点平台吸引了深圳华为、比亚迪、华大
基因等龙头企业 [16]，成为都市圈增长节
点。最终深圳都市圈形成 4 条区域廊道，

并串联主要跨界合作地区 [17]。

2.2　现状圈际特征及形成动因
2.2.1　现状圈际特征：圈域交织和
邻近区域成为发展“洼地”，“圈际
耦合”不足

从传统认知来看，广州都市圈涵盖
广佛肇，深圳都市圈涵盖深莞惠，但都
市圈作为一种经济地理空间，难以严格
按行政区划进行刚性切割，需要关注中
心城市的实际功能影响范围 [18]。因此，
需建立以交通、人口和通勤为主导因素，
以经济、地理和文化为辅助因素的指标
体系，以镇街为最小单元，综合定量识
别广州、深圳两大都市圈的圈层范围 [19]。
由于广州、深圳之间相距仅 100 km，需
重点识别紧密联系圈的具体范围，作为
判定圈际关系的基础。叠合两大都市圈
范围的结果表明，穗莞惠跨界地区成为
两大圈域交织和邻近的主要区域。

在圈际特征上，圈域交织和邻近区
域距离广州更近，但是长期被认为是深
圳都市圈范围，容易陷入发展“两不靠”
的困境。从人口、产业和设施等发展要素
的分布与流动情况看，圈域交织和邻近区
域成为两大都市圈发展“洼地”( 图 3)，
导致“圈际耦合”不足。例如，居住人口、
高新技术企业及公服设施均密集分布在
广州、深圳两大城市和广佛、深莞、深惠
等临界地区。边界地区出行人口 ( 指临界
镇街相互通行 ) 数据显示，广州—东莞的

日出行人口为 16.6 万，广州—惠州为 1.5
万，远低于深圳—惠州的 93.3 万和深圳—
东莞的 59.4 万。
2.2.2　现状圈际特征形成的动因

目前广州与东莞、惠州的协同发展
无论是在政策机制、规划编制还是在学
术研究层面均不受关注，穗莞惠跨界协
同发展的不足是其成为发展“洼地”，
从而使广州、深圳两大都市圈难以进入
“圈际耦合”这一阶段的关键因素。从
更深层次的动因看，地理阻碍、产业壁垒、
辐射衰减及制度缺位共同造成了穗莞惠
跨界“弱协同”。

(1) 地理阻碍。
从自然地理格局上看，广州以平原

为主，东莞、惠州以丘陵台地为主，穗莞、
穗惠临界地区受到山、江、海的自然地
理阻隔，主要通过高速公路、桥梁等对接，
发展空间沿江、沿路带状相接，不具备
在道路、公服等硬性设施上的全面对接
条件。此外，目前跨越自然要素的区域
交通建设不够完善，如广州—东莞边界
长 80 km，但仅建设 3 条非高速公路的
对接桥梁，伶仃洋—狮子洋目前也只有
两条跨洋通道，难以消除自然阻隔对城
际发展联系的影响。

(2) 产业壁垒。
广州、东莞、惠州的优势制造业领

域相近。从工业增加值来看，广州的优
势主要在汽车、电子信息行业，东莞、
惠州的优势主要在电子信息行业，在汽

图 3　圈域交织和邻近区域成为两大都市圈发展“洼地”分析示意图

人口密度分布 高新技术企业密度分布 公服设施密度分布

图例 图例 图例
人口数 / 公里 高新技术企业核密度 公服设施 POI 核密度

高 高 高

低 低 低

广州都市圈紧密联系圈范围 广州都市圈紧密联系圈范围 广州都市圈紧密联系圈范围

深圳都市圈紧密联系圈范围 深圳都市圈紧密联系圈范围 深圳都市圈紧密联系圈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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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产业上也具有一定优势。但在产业集
群分布和产业链合作上，广州和东莞、
惠州存在显著壁垒。在产业集群分布方
面，受历史因素影响，改革开放后东莞、
惠州以外向型发展为主融入香港、深圳，
佛山等西岸城市则以内生性发展为主，
主要依托广州的市场和技术辐射。因此，
广州与东莞、惠州各自独立形成差异化
的发展格局 ( 图 4)，在跨界地区难以形
成一体化的产业集群。在产业链合作方
面，以汽车产业为例，广州与东莞、惠
州互动不足，且缺少核心零部件的合作。
例如，在广汽丰田供应商分布中，东莞、
惠州的占比分别仅为 1.3％和 0.6％，且
主要集中在 B 柱冲压件、内外饰件、卡扣、
T-BOX、线束等非核心零部件上。

(3) 辐射衰减。
从广佛、深莞、深惠跨界合作的经

验可以发现，发展能级是必备要素。其
中，广佛、深莞跨界为强—强联合模式，
广佛中心城区边界连绵，高能级优势推
动发展要素跨界频繁对流；深惠跨界则
是以强带弱模式，高能级的深圳中心城
区辐射带动中心功能圈的惠州临深边界
合作发展。目前，穗莞惠跨界地区一方
面自身能级较低，另一方面其处于两大
都市圈的紧密联系圈，受到大城市核心
区的辐射效应明显不及中心功能圈。在
市场机制下，能级弱势导致穗莞惠跨界
地区难以形成推动各类发展要素集聚和
流动的区域节点。

表1　广州、深圳与周边城市合作制度、规划情况

(4) 制度缺位。
在过往以行政区划分的广州、深圳

都市圈背景下，自上而下的顶层制度设
计均聚焦在广州—佛山—肇庆—清远和深
圳—东莞—惠州 ( 表 1)。例如，广佛经历
“同城化”14 年，形成同城化领导小组、
联合会议等完善的合作制度，并编制全
域同城化规划，共建“1+4”融合发展试
验区。深莞惠则建立党政联席会议制度，
成立深圳都市圈城际铁路建设指挥部，
编制深圳都市圈发展规划。东莞、惠州
也推进融深发展，如东莞在南部建设深
莞深度融合发展示范区。而穗莞、穗惠
协同更多面临的是“冷”局面，目前的
合作仅集中在基层层面，如广州黄埔区
开发区与东莞水乡形成战略合作等，缺
少自上而下的顶层制度设计。

3　“圈际耦合”的穗莞惠跨界
协同策略

近年来，国家、省层面多次强调加
强广州、深圳“双城联动”，带动都市
圈融合发展。广州、深圳都市圈的“圈
际耦合”既是客观规律，也是大势所趋。
有必要以穗莞惠跨界协同为抓手推动两
大都市圈圈域交织与邻近地区能级提升，
打造衔接两大都市圈的战略接续点，使
其从各自“圈层扩散”到相互“圈际耦合”。
本文重点针对穗莞惠跨界协同不足背后
的动因机制来谋划策略。

3.1　生态牵引：以边界生态价值
转化提升要素吸引力

都市圈在级差地租和“核心—边缘”
效应影响下，形成了核心区房价高企、
能级高、空间品质好，外围房价低、能
级低、空间品质也较低的同心圆格局。
由于企业对低成本的高度偏好，这种格
局在工业化时期有其现实合理性[4]。此时，
都市圈的生态空间往往从城镇系统中剥
离，作为单纯的保护与隔离要素。在后
工业化时代，创新人才对生活品质和环
境有更高需求，而企业在初创期间也难
以承担高地价成本，高品质且低成本的
空间将成为其需求偏好，光明—松山湖
的成功便是最好的佐证。与此同时，国
家近年来高度强调以生态为核心的区域
共建模式，如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
展示范区。未来，作为都市圈圈际隔离
的生态空间，可凭借其环境品质，在提
升公服配套后，成为区域增长极形成的
潜力地带。

穗莞惠跨界地区合作应将自然地理
的“生态壁垒”转变为“生态牵引”，以“保
护牵引开发”为导向，探索以东江、狮
子洋、伶仃洋等生态资源为纽带，通过
生态价值有效转化实现高质量协同合作。
一方面，在保护边界生态底线的基础上，
重点识别品质优越的生态和农业空间，
如华阳湖、莲花山、海鸥岛、黄山鲁、
南沙湿地等，将其串联成网，融入游憩、
科教、文化等多元功能，作为连接跨界
地区城市功能的纽带。另一方面，以高
品质和低成本的空间“筑巢引凤”，吸
引两大都市圈内的科技初创企业、智慧
人才等创新要素，推进优质生态资源周
边集聚创新空间，在穗莞惠跨界地区形
成活力绿廊，作为促进两大都市圈“圈
际耦合”的柔性抓手 ( 图 5a)。

3.2　创新并链：优势产业创新
协同谋划合作新赛道

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和贸易战的影
响下，全球贸易不稳定性增加，珠三角

城市 合作城市 合作制度、规划名称 行政层次

深圳 东莞、惠州 深莞惠党政联席会议制度、深圳都市圈发展规划、深
莞深度融合发展示范区、惠州融深融湾八大专项行动

市级

汕头 深汕特别合作区 市级
广州 佛山 广佛同城化领导小组、联合会议、联合规委会制度、

广佛全域同城化“十四五”发展规划、广佛“1+4”
高质量融合发展试验区等

市级

清远 广清一体化“十四五”发展规划、广清特别合作区 市级
肇庆 广肇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市级
东莞、惠州 南沙新区与滨海湾新区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广州

黄埔区开发区与东莞水乡形成战略合作
区 / 镇街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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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广州与东莞、惠州产业集群分布差异化格局示意图 [20]

过去以出口加工为主导的发展路径必然
发生变化。在“双循环”战略下，广州、
深圳都市圈必将承担枢纽角色，发挥参
与全国乃至全球竞争、辐射带动区域的
双维职能。其产业组织模式将发生转变，
从全球水平分工到都市圈的垂直整合，
在两大都市圈范围内形成产业链集群[21]。
同时，产业链变化推动价值链重塑，产
业链上、中、下游的服务在都市圈集聚，
形成产业链 + 价值链的双重集群，抗风
险能力更强大。未来，广州、深圳两大
都市圈各城市将在产业链与价值链中突
出各自的优势环节，其中广州、深圳将
聚焦“微笑曲线”两端的创新研发和贸

易服务，其余城市将聚焦中端的生产智
造，形成以广州、深圳为核心，搭建科
技创新走廊，整合两大都市圈生产网络
的空间格局。此外，破除广州与东莞、
惠州的产业壁垒，在穗莞惠跨界地区布
局新型产业用地等载体，搭建广州创新
服务与东莞、惠州制造之间的转化平台，
实现产业并链。

虽然目前穗莞惠跨界地区产业集群
存在差异，如临广州以汽车、机械制造
为主，临东莞、惠州以电子信息制造为主。
但是熊彼特认为，创新是要“建立一种
新的生产函数”，进而实现“创造性破坏”
的过程 [22]。探索不同产业的碰撞融合并

进行“创造性破坏”可以带来新兴优势
领域的契机。目前，在物联网、智能网
联汽车、智能机器人兴起的时代，汽车
制造与电子信息制造具备谋划创新合作
新赛道的潜力。例如，深圳比亚迪的电
子智能系统核心供应商主要来自惠州，
其中德赛西威供应智能网联系统，华阳
集团供应汽车电子系统。因此，未来穗
莞惠跨界合作可寻找彼此优势产业领域
的铆合点，“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
在全球产业竞争中获得“先发优势”。
可重点在跨界地区依托现有优势产业集
群，共同布局智能网联汽车、人工智能、
海洋科技等战略性产业，广州、东莞、

图 5　穗莞惠跨界地区生态活力绿廊和产业集群示意图

图 6　基于“生态引领 + 创新集聚 + 枢纽便捷”新范式的跨界合作战略节点打造示意图

南沙科学城—滨海湾合作区 东部枢纽—莲花湾—水乡合作区 荔湖新城—博罗智造园—石碣石龙合作区

合作区范围
合作平台 / 镇街
创新 / 产业资源
生态资源
交通枢纽
轨道交通

生态农业空间
历史人文空间
创新 / 服务空间

电子信息业
交通运输 ( 汽车等 ) 制造
金属及器械制造
纺织业

穗莞惠跨界合作产业集群
科技创新平台
生产智造平台
产业空间
广深科技创新走廊

合作区范围
合作平台 / 镇街
创新 / 产业资源
生态资源
交通枢纽
轨道交通

合作区范围
合作平台 / 镇街
创新 / 产业资源
生态资源
交通枢纽
轨道交通

图例 图例 图例

图例
图例

图例

科教资源、政策优势、海洋
等高端产业

协同开放

产研转化 合作提能

合作互利机制 合作互利机制合作互利机制

拓展空间、交流合作 产业转移空间 产业资源

科教资源 土地资源
汽车等智造资源

生活服务、创新资源
汽车等智造资

源、创新资源

生活服务、创新

资源、土地资源
科教资源

产业资源
产业转移空间

产业资源
广州

南沙科学城
东莞
滨海湾

广州
东部枢纽

广州
荔湖新城

广州
莲花湾

惠州
博罗智造园

东莞
水乡

东莞
石碣、石龙

a. 生态活力绿廊示意图 b. 产业集群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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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三市建立新产业联盟，形成新赛道
优势 ( 图 5b)。

3.3　节点培育：以新范式打造跨界
合作战略性节点

穗莞惠跨界地区距离广州、深圳核
心区较远，能级弱势导致合作动力不足，
以往也未能培育形成区域战略性节点。
目前，区域格局逐步由“圈层辐射”向“廊
道延展”转变，处于或毗邻都市圈交织
范围的中间地带充满机会 [4]，不但能接
纳不同都市圈中心城市的生产要素，而
且其生态环境品质优越、交通便利、土
地成本低廉，可以充分吸引初期科技型
企业、智慧型人才等创新型经济要素的
集聚，并以跨行政区合作的形式进一步
提升发展能级，成为区域新的增长极核。

穗莞惠可依托活力绿廊，以“生态
引领 + 创新集聚 + 枢纽便捷”为新范式，
谋划合作互利，打造跨界合作战略节点
( 图 6)，包括南沙科学城—滨海湾合作
区、东部枢纽—莲花湾—水乡合作区、荔
湖新城—博罗智造园—石碣石龙合作区。
其中，南沙科学城—滨海湾合作区依托

滨海优质景观，以跨江大桥、轨道交通
推进其在科技研发、成果转化、金融服
务等高端创新与服务方面的联系和合作，
打造服务湾区、面向世界的高端门户。
东部枢纽—莲花湾—水乡合作区在珠江、
狮子洋、东江三江交汇处形成生态湾，
集聚水乡湿地、莲花山等生态资源，同
时发挥莲花湾的高校和科研资源优势，
搭建产学研对接平台，推进智能网联汽
车等战略新兴产业合作，强化科研转化，
并形成跨江通道、轨道强化交通支撑。
荔湖新城—博罗智造园—石碣石龙合作区
位于东江与增江交汇处，生态优越且具
有成本优势，重点集聚湾区东岸创新与
制造业资源，吸引头部企业新版块入驻，
推动优势产业升级，协同打造广州、深
圳都市圈东岸联动的战略支点之一，培
育第二个“松山湖”。

在最终的广州、深圳两大都市圈空
间格局中，穗莞惠跨界合作战略节点将
成为区域新的增长极核，填补当前发展
的“洼地”区域，畅通都市圈联动廊道，
实现要素在圈际高效对流，推动广州、
深圳都市圈全方位的协同耦合 ( 图 7)。

3.4　制度支撑：多维度、多形式
谋划协同制度化建设

跨界协同的核心是要打破行政区划
壁垒，重构符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要求
的新格局。在此过程中，缺少顶层设计
必然使跨界合作成为空中楼阁。例如，
蒋成钢等人在研究江阴—靖江跨界合作
区中提出，相互交织和摩擦的跨界园区
治理体系与缺乏明确的利益分配机制是
导致后期合作破裂的内在原因 [23]。为了
避免跨界协作地区出现“公地悲剧”，
应从政府协调、制度合作和利益分配 3
个维度谋划制度建设 [24]。

在政府协调维度，一方面要争取在
省级建立决策协调机制，争取成立省推
进穗莞惠跨界协同专项小组，对跨界合
作区建设等有关重大事项进行指导、协
调和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建立市级工
作机构作为执行协调层，广州、东莞、
惠州三市层面可设立跨界合作区管理委
员会指导 3 个合作区建设，合作区由三
市对口区 ( 镇 ) 政府具体负责建设，可参
照市级层面设立片区管理委员会。针对
合作共建的跨行政区项目，由三市共同
组建项目公司进行开发建设。

在制度合作维度，一方面可由三市
规划部门探索在合作区建立“共编、共
审、共管”的一体规划机制，提升穗莞
惠跨界协同规划实施效率和质量；构建
统一的规划管理信息平台，推动基础资
料数据、各级各类规划成果动态共享和
规划管理信息的通报、备案。另一方面，
可引入市场和社会主体，提高合作区运
行效率和效能，探索企业和机构的合作
集团等创新制度。例如，鼓励广州高端
科研机构与东莞、惠州的机构形成合作
集团，在跨界合作区内建立分支机构，
加强制造企业与科研机构的合作，提升
产研转化效率。

在利益分配维度，土地和财税的平
衡协调是跨界合作区利益分配的两大重
点 [25]。对于土地资源，可在跨界合作区
内推进创新土地发展权协调机制，对于虽

图 7　广州、深圳都市圈全方位协同耦合示意图

穗莞惠跨界合作战略节点
合作平台 / 镇街
跨界合作战略节点生态核心
穗莞惠生态活力绿廊
都市圈圈际要素对流廊道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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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重点发展区域但存在土地束缚的情况，
可向合作区管理委员会提出申请，通过跨
区域增减挂钩等形式在合作区其他行政区
域内进行平衡，实现要素向优势地区集中，
并配以适当的利益补偿。对于财税收益，
应建立利益保障机制，通过签订协议等方
式，就跨界合作区内项目的税收分配范围、
分配办法等达成共识，以稳定合作各方的
预期，最大程度降低地方政府单方面对收
益分配的干预。

4　结束语

“圈际耦合”是都市圈未来的成熟
空间形态，既是客观规律，也是大势所趋。
长期以来，广州、深圳都市圈的圈际协同
问题较少被人关注。作为全国距离最近的
两大都市圈，穗莞惠跨界地区协同发展不
足是广州、深圳都市圈难以进入“圈际耦
合”这一更成熟发展阶段的关键因素。从
更深层次的动因看，地理阻碍、产业壁垒、
辐射衰减及制度缺位共同造成穗莞惠跨界
“弱协同”的局面。本文针对穗莞惠跨界
协同不足背后的动因机制，提出四方面的
策略，以穗莞惠跨界协同为抓手推动两大
都市圈圈域交织与邻近地区能级提升，对
其从各自“圈层扩散”到相互“圈际耦合”
具有现实战略意义。诚然，我国幅员辽阔、
地区发展差异极大，都市圈空间组织和成
熟形态必然存在不同范式，本文只是针对
广州、深圳都市圈的实际发展阶段与自身
圈际特征，探索“圈际耦合”情形下的跨
界协同策略。在知识经济时代，都市圈的
跨界协同关系必然存在更多元化的路径，
值得今后结合更多实践进一步探讨。

(《穗莞惠区域协同战略规划》项目

组成员沈娉、张嘉颖、王烨对文章内容提

供了支撑，此外韩文超对都市圈范围的划

定思路提供了指导。)

[ 注　释 ]
①本文所指的“穗莞惠跨界协同”，重点关
注广州与东莞、惠州的跨界协同，东莞与

惠州之间的跨界协同关系不在本文的探讨
范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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